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数字化赋能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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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实践能力是反映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在数字化工程人才能力结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智能制造也对新时代工程人才提出了新的诉求。但当前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水平不足以满足制造业产业体系升级对其所提出的新要求，培养过程也面临着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对峙、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割裂、工程实践教学与科研活动的矛盾、高校与企业接轨不畅、以及基于感知评价与基于证据评价的对立等问题。针对当前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争议，本文提出了从协同乏力到协同合力、从简单“混合”到深度“融合”、从价值导向失衡到多元统一协同、从虚拟仿真实习到自建流程式实习、从静态化评价到动态实时化评价的培养逻辑，为高校工程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创新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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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能力作为一种反映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在“智能制造”时代工程人才的能力结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不仅要顺应新时代我国工程教育创新范式变革的新趋势，还要面对“中国制造强国战略”对新时代工程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新挑战。近年来，伴随着新一代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制造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实现智能升级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2019年3月，《新一代人工智能引领下的智能制造研究报告》强调：我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是促进智能技术创新发展领先全球[1]。2020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中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时期，我国应坚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智能升级[2]。2021年4月，《“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着重强调数字化与智能化已逐渐成为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3]。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智能化转型升级挑战，变革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理念、工程实践能力结构以及培养模式，培养能够在未来智能化工作情境中，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工程人才，尤其是培养一批能够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工程创新科技人才正成为全球国际竞争的关键。如何构建数字化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培养能够应对未来重大工程挑战的复合型创新工程人才正逐渐成为当前高校工程实践教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术领域对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探索依然停留在“工程范式”阶段，并未在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充分渗透“集成与融合”以及“智能与创新”的新思想[4]，缺乏对工程教育“创新范式”阶段的新思考，特别是，数字技术赋能下构建“多维协同”式工程人才培养理念已逐渐成为高等工程教育领域的共识和行动。因此，本文基于数智时代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发展新需求与新挑战，讨论在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新困境，提出了数字化赋能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改革创新的实施举措，以期为推进高校工程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创新提供借鉴与参考。
1、 智能制造时代对工程人才的新诉求
在智能制造时代，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新态势。在此背景下，智能化的工作设备、去分工化的工作过程、交叉融合复杂化的工作内容、“无人化”的工作岗位以及人机协同化的工作关系等都对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提出了新诉求[5]。

一方面，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在工作世界中引发新一轮的变革，同时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也将导致工作世界的重新组合，生产技术的革命性变化正在触发一场剧烈的社会劳动力需求结构大调整，对高精尖专门人才以及高技术技能型工程创新人才的需求正日益高涨。高度智能化的工作设备，逐步“无人化”的工作岗位，学科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化的工作内容以及人机协作一体化的工作关系，共同驱动着工程人才向复合型创新人才跃升。除此之外，在未来高端智能化的工作世界中，将涌现出更多高度倚重高技术技能，高度适应智能化工作情境能力的劳动工种。尽管工作设备高度智能化，但这并不等于拥有高度智能化的工作设备就可以保障产品生产链的高效运作，尤其是一些新技能领域的劳动工种，无论是从知识体系上还是复合能力水平上均对工程人才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工程人才培养定位单一，导致高精尖技术技能工程人才供给与高技能工作岗位对复合创新型工程人才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低；显然，传统迟滞化的工程人才培养方式已难以回应工程复合型创新人才发展变革的新诉求。

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带来了高度集成式的智能化生产模式，传统“刚性”大规模单一产品生产模式逐渐被“柔性”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取代，产业工人不再是以往只注重某一特定工作领域职业技能的“螺丝钉”，而是具有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意识，能够胜任整个生产流程的运行、监控、组织和控制工作[6]。为了更好地适应智能制造新时代多学科交叉、多区域协同、以及多信息技术融合对工程人才提出的新要求，高校应充分重视学生复合融通知识体系的培养。工程教育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是重构高质量工程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通过线上线下虚拟结合的工程实践教学平台，打破学科壁垒和资源配置壁垒，衔接工程教育和产业实践，精准对接智能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帮助学生进入一个虚拟真实的工作世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核心素养，强化学生对个性化客户的服务意识，培养学生在多学科、跨领域空间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思维。因此，随着智能技术革新引领高等工程教育范式向“创新范式”转换，工程实践能力结构也由“技术性能力”与“非技术性能力”的二元分裂朝着工程实践能力结构多元整合的方向进阶。

二、现行数智时代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现实困境
（一）培养目标：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对峙
培养目标是对毕业生在毕业一段时间内能够达到的职业综合能力与专业综合素养的总体要求。高校工程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既要考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也要考虑学校自身对工程人才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要求；除此之外，对高校工科大学生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还要回应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求。偏理性主义的培养目标注重对工科生思辨思维能力的培养，而偏实用主义的培养目标则注重对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的训练[7]。任何一个培养目标的定位都代表着某种价值取向。工程实践能力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关键能力，其社会性、情境性以及动态性等特征逐渐凸显，不同利益主体对其培养目标的定位也开始趋向不同。偏理性主义的培养目标更倾向于大学的研究功能，崇尚“科学”和“理性”[7]，注重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全面、系统和完整的发展，通过大学教育为社会培养有理性、有道德全面发展的“宽口径”合格的“学术接班人”。相反，偏实用主义的培养目标则更看重工程实践专业技能所带来的现实价值，侧重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希望学生能够成为行业领域内应用型高级“专才型”工程人才[7]。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带有功利性主义倾向的工程人才培养取向在现阶段数字化创新发展阶段愈发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由产业体系主导的产业外生性变革对工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应对当今复杂变幻的气候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以及其它诸如重大传染疾病、资源紧缺等重大社会挑战，加快构建基于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工程人才培养目标就显得尤为迫切。然而，过分强调实用主义又容易步入另一极端，忽视学校的育人功能，理性的缺失易导致学生片面追求解决工程问题的“实际功效”而缺失理性主义的思辨性，尤其是面对诸如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伦理等问题，不仅要考虑局部利益，还要具有利用系统思维去考虑整体效益以及长远利益的“大工程观”。当前，构建学校、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工程实践平台已成为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两者和解的最优解决方案。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校企合作松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体制限制等问题，依然无法摆脱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持续分裂的事实，由多元主体共同构建的工程实践教学平台并未充分发挥出其预设的功能。因此，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为工程实践教学平台赋能以达到预设的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融合的目的，还需要进行积极探索。

（二）课程体系：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割裂
课程体系是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核心内容，是决定学生是否能够完整获得工程实践专业知识结构以及工程实践能力结构的重要载体。目前，工程教育课程体系设置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数字技术领域知识与工程专业领域知识并未真正实现交叉融合，课程内容呈现“离散”状态，两者之间关联度弱化以及缺乏高阶性、系统性和挑战性[8]。数字技术领域与工程专业领域在进行融合时，由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学科壁垒，致使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融合障碍[9]。对数字技术领域的专家而言，因其缺失工程专业领域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导致其无法真正打破数字技术与工程专业两个领域的学科边界。对工程专业领域的专家而言，让其在掌握本领域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要熟练应用各种数字软件技术，显然不太现实。较高的学科壁垒阻碍了两个专业领域的融合贯通，学生在这样单纯从形式上混合而非真正融合的课程体系中，未能以冲破过去在二维空间认识客观物理世界的系统性思维去思考问题，限制了学生自身工程实践能力水平向高阶系统能力跃迁的新发展。

除此之外，课程教学活动的设计也并未对课程教学数字化转型做出快速响应[10]。以往教师在实体的教学空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单向传递的这种方式，容易违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很难被激发出来。有学者指出，开设数字化课程更加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11]。当前，虚实融合空间成为师生进行双向或多向交互的重要课程教学平台。然而，尽管虚实融合教学空间给与了学生更加灵活、多样、自主的学习氛围，但囿于实践教学现实，学生自身思维能力局限，教师未能深入领悟沉浸式实践教学在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中所发挥的真正价值，容易让学生陷入“浅层次思维”的学习困扰[12]。课程体系设置中所存在的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割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学生系统思维能力缺乏深入思考的表现，如何跨越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数字鸿沟”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三）教师能力：工程实践教学与科研活动的矛盾
工科教师一直以来都存在重科研轻工程实践教学的现象。当前工科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教师既要从事工程实践教学活动，同时又要将剩余精力投入到科研活动中，这就导致出现了二元对立的线性工程实践“教学观”、“科研观”。工科教师在从事科研活动和工程实践教学活动时，往往由于时间精力分配紧张而不能使得自身的工程实践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协同增长。尤其是对于青年教师而言，作为新时代为国家培养高质量工程人才的新生力量，除了要胜任工程实践教学工作之外，还要担负起科研实践的重任。然而，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再加上“非升即走”制度下，越来越多青年教师面临职业发展焦虑等问题，繁重的科研压力消退了青年教师开展工程实践教学活动的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基于功利性的、刚性的科研绩效考核是造成工科教师重科研轻实践的最为根本原因。

工科教师重科研轻实践会造成科研活动范围的窄化，与此同时，也会导致产生科研知识链与应用产业链之间的衔接障碍。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科研考核任务被视为高校教师达成聘用及职称评定的首要条件，而工程实践教学活动则被高校教师沦为“副业”。一方面，从高校教师“非升即走”制度上来讲，对于论文发表、课题申报，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等级要求上，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工科教师必须在规定考核期内完成相关科研考核任务；然而，反观高校对教师工程实践教学能力的考核要求，则往往没有那么苛刻，一般只要完成规定课程教学任务就能顺利通过，这样就会导致工科教师把主要精力都聚焦在科研上，而工程实践教学相关活动则被依附于科研活动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对于教师个人而言，教学学术能力不足是造成科研与教学两者之间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欧内斯特·博耶曾针对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发表过重要论断，他强调，“具有启发性的教学活动是可以激发学术创作的”[13]。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不足，不仅会阻碍教师创新工程实践教学活动，而且也会削弱教师的个人学术创新能力[13]。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等智能技术在工程实践教学中的广泛深入应用，在虚拟仿真的工程实践场域中，越来越多的复杂工程问题需要通过打破学科知识壁垒，结合“三元空间”的知识结构，运用“大工程观”的系统思维才能解决，而这些隐藏在教学活动中的工程问题，恰恰是教师学术创新灵感的重要来源。以往程序化、教条化的“教学活动”孤岛，很有可能成为高校教师科研创新的“学术新天地”。在欧内斯特·博耶的多篇论著里，创新式教学被反复评为学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总体而言，高校“非升即走”的人才评聘制度与教师教学学术能力不足会严重影响高校工科教师科研能力与教学能力的协同发展。

（四）实习环节：高校与企业接轨不畅
实习是提升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必要环节，是促进校企联合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重要桥梁。目前大学生实习环节最大的挑战就是传统生产实习机制与企业社会生产实践脱节，这就造成了高校与企业在大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环节存在接轨不畅的问题。高校将校企共建的产学研实习基地作为大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的平台时，往往缺乏对学生全程实习环节的跟踪指导与监督。特别是学生在充满流于形式，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关联性不强，实习内容过于机械简单重复等背景下，大学生实习的积极性会显著下降，从导致实习环节收益甚微。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取决于高效率、高质量的实习环节，然而实习环节却并未发挥好其应有的作用。一些诸如高成本、高风险、低安全等现实因素限制了实习内容的真实性、灵活性、交叉融合性以及能够解决当前和未来产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急需问题的实用性。

工科大学生在进驻企业进行实习时发现，他们在课堂所学的基于符号的理论知识体系与生产实践相脱节，使得他们在生产实习环节往往会产生“学非所用”、“学无以致用”的感觉。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大学生实习周期短、岗位流动性强、安全性生产要求严格以及经济收益低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企业接收实习生的意愿并不积极。具体而言，一是生产实习是基于真实生产环境条件下的问题解决，除了要求学生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领域理论知识之外，还要求学生能汇集智能大数据，灵活利用多领域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反观当下，学生的知识结构还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二元空间”，工程理论知识更新滞后，重理论轻实践，与“信息空间”联结并不紧密，并未形成智能制造新时代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知识观”。二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核心在于两者之间的“互动”，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整个实习环节跟踪指导与监督教学的功能，企业要积极为实习生创设生产实习平台，以完成特定工程实践项目为目标，来推进大学生实习工作的高效运行。尽管高校与企业已经意识到自身在大学生实习环节中的职能缺位，但是却有很多现实的实际问题难以逾越，比如高校实习经费不足、校企双向自主选择的市场化模式并未为企业带来实际的边际收益以及一些具有高危险性的特殊工程领域对实习生安全性的考虑等[14]。简而言之，生产实习的高质、高效开展，既离不开高校的跟踪指导与监督，又离不开企业的广泛积极参与，但要避免以流于形式、“走过场”、“参观式”等无效的实习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五）教学评价：基于感知评价（Opinion-based Evaluation）与基于证据评价（Evidence-based Evaluation）的对立
目前，工程实践教学评价主要是基于主观感知满意度的经验判断式评价，其评价内容主要偏向于易于量化且多以具有标准化特征的评价元素作为评价依据。然而，这种以易于量化、易于评估的评价元素作为评价依据的评价方式带有较浓的主观性色彩，缺少对一些具有个性化、不易被量化的能力元素的评价。除此之外，整个评价过程也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教学评价的客观性以及科学性[15]。

一方面，基于感知评价的评价内容，缺乏对事实评价的重视，现有工程实践教学评价侧重点主要“以教为中心”，对学生在工程实践教学中的学习表现关注不够。尤其是学生在整个工程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隐性能力以及协同各项实践能力去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更是得不到有效测量，仅凭易于量化式的标准化特征评价元素清单难以持续性追踪学生的实践能力发展水平以及学习成效。另一方面，基于感知评价的评价方式缺乏动态生成性评价。以总结性、静态性评价为主的基于感知评价仅仅只是从客体视角对教学实效进行基于主观感受式的直接评价，忽略了教学评价中所存在的工具理性欠缺、解释性张力不够、数据证据支持不足等问题。基于证据的评价是对教学活动全过程进行有效、多维、精准评价的关键，其决定了循证教育理论与数智技术如何在新型工程实践教学评价形态中的融合与应用[15]；而当前教学评价的方式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并忽视数据循证在教学评价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也缺失了对多元异构数据在教学评价中的深入应用研究，导致了数据类型单一、数据解释力不足等问题。

三、数字化赋能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路径
（一）培养目标的重建：从协同乏力到协同合力

面对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多元主体协同乏力的问题，应打造智能制造学科交叉创新实践平台，为多元主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培养合力创设智能化工程实践基地，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学校这一单场景、单主体的局面。借助虚拟仿真、虚拟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开辟学校、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新模式。首先，从多元主体实践的形式上来讲，创设一个能为多元主体凝聚治理合力的工程实践基地或合作场域就显得尤为关键。当前，在知识体系与产业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以虚拟仿真、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智能技术正在颠覆以往的工业生产方式，对数字化时代前沿工程科技创新人才、关键工程领域复合型人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通过创设集成式智能化虚拟仿真工程实践教学平台、虚实结合的工艺一体化协同工程实践教学平台以及智能制造学科交叉创新实践平台[16]，可以有效破除资源配置壁垒，为学生提供协同工程实践组织空间，增强学生对智能制造全流程的整体把握，快速适应“技术—产业—经济—社会”发展链条的深度调整变革[17]。工程实践基地或工程实践平台的数字化赋能创新是确保多元主体协同育人以及凝聚治理合力的关键。
其次，从多元主体实践的路径上来讲，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工程实践教学情景，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具体而言，各高校应将智能制造价值链的产品全生命周期融入工程实践项目中[17]，改变原有工程实践项目之间相互割裂、系统性不强的状态，引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将科技含量高的企业中的一些成功案例作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内容的来源，把解决科技型企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作为实践项目教学目标，共同致力于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16]。同时划定虚拟仿真工程实践单元，在根据具体工程实践教学目标的框架要求下，柔性组合并按照模块化的形式对工程实践项目进行结构划分，构建临场感的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17]，学校要从顶层设计上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进行重新规划，打造具有系统性、能够涵盖工程实践设计全部流程的高质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在此，从来源于不同主体的多重实践教学资源上来讲，高校应采取积极整合横向、纵向资源的方式，将重点放在为学生提供工程实践教学资源最优配置上，以多重资源协同共享取代以往多元主体间资源协同乏力，改善以往多元主体间协同共享意识薄弱等现象。
高校在进行教学资源建设时，需要积极整合纵向高等教育资源以及来源于企业、其他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横向资源。同时，在高校所建设的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育的教学资源库中引入与学校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组织机构，这种以外部资源内部化的方式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创新，而且也为高校工程实践教学资源的建设提供稳定性资源供给。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共享虚拟仿真等软件的不断发展，虚拟仿真实验资源为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合力提供了更多可能。基于虚拟仿真实验资源体系，不同主体之间可以更加便捷地共建实验教学资源，尤其是对于以往高成本、高消耗、低安全的工程实验，多元主体可以基于诸如“智能学习岛”[18]、“影子空间”[19]、“数字孪生空间”[9]等工程实践教学平台，冲破以往来自于经济、安全性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大胆拓展实验教学资源，帮助学生在具有临场感的虚拟仿真工程实践教学环境中，提高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最后，从制度创新协同上来讲，构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体系和制度能够实现对多元主体工程实践教学资源的整合，能有效确保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的正常运维与可持续发展。

（二）课程体系重构：从简单“混合”到深度“融合”

在工科专业的课程体系重构中，面对数字技术与工程领域内容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冲突，应跨越工程领域学者与纯数字领域学者两者之间在数字技术知识与工程领域知识方面的“知识鸿沟”，以CPS（Cyber Physics System，数字-物理系统）核心理念推动工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深度改革，改变现有工科专业课程的简单“混合”局面，形成VR/AR等数字技术与工科专业课程的深度交叉融合[9]。
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开设一些课程，如“工程物理系统原理”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状态空间思维导向，让学生掌握多领域物理统一建模技术[9]，习得相关软件自动生成方法。当前，绝大多数理工学科，在课程体系建构中仍停留在只注重学生几何空间思维的培养方面，尚未意识到对学生进行状态空间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9]。因此，通过在传统工科通识课程中引入状态空间思维的培养，来让学生在状态空间里完成工程系统的设计任务。在传统工科专业通识课程中渗透数字技术是确保大学生未来是否能够成为一名具有工程系统视野的卓越工程师的关键。除了注重对学生状态空间思维培养之外，学校也要兼顾对学生进行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两者深度融合“意识”的培养，让学生在工程实践教学活动中，完成自身知识结构从二元空间（“物理-人类社会”）向三元空间（“信息-物理-人类社会”）的顺利跃迁[4]，真正领悟CPS理念的本质与关键。数字技术与领域工程内容的深度融合是以培养具备复合型工程实践能力的卓越工程师为根本，而非片面追求工程专业技能的获得，因此，要十分重视学生创新思维、创新素质等方面的培养，让学生学会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领悟数字技术与领域工程内容深度融合的本质与关键。
另一方面，学校还可以在影子空间、数字孪生空间对工科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具体而言，影子空间、孪生空间均能为学生提供一个仿真的三维虚拟世界，让学生能够超越原有静态视角去透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转变为从动态的视角去理解人造物的“生命”过程，借助基于智能工具的数字孪生模型、图像处理软件以及VR/AR等技术，完成对工程实训课程内容的重构。

（三）工程实践教学与科研的融合：从价值导向失衡到多元统一协同

化解大学中教师所面对的工程实践教学与科研关系之间价值导向失衡的问题，应破除以往两者之间二元对立的线性工程实践“教学观”、“科研观”，以虚拟技术驱动传统工程实践教学范式的转型与重构，改变重科研轻工程实践教学的局面，形成工程实践教学能力与学术能力以及智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多元统一协同发展的职业发展模式。一方面，教师应把开展教育行动研究作为解决工程实践教学与科研关系两者之间价值导向失衡问题的关键。当前，在教师个人学术职业发展阶段，由于长期以来教学与科研被认为是一种相互独立存在的关系，导致教师个人的教学学术能力并未在其自身学术职业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其应有的位置。实际上，导致教学与科研相互“割裂”的背后，隐藏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个人教学学术能力不足，因此，在工程实践教学中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赋能创新，帮助教师从以往机械繁杂的教学工作中解脱出来，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教学研究、与同行进行交流以及教学反思等工作。显然，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提升教师工程实践教学学术能力创造了更多可能。除此之外，随着智能技术在工程实践教学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将引发工程实践教学理念以及工程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尤其是进入数智时代，知识结构完成了从“二元空间”向“三元空间”的跃迁[20]，产业体系也逐渐向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方向变革。在此背景下，教师的角色不再是以往知识传授的“灌输者”，而是新时代工程实践创新教学范式变革的“引领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入数智时代，工程实践创新教学范式的革新也在倒逼教师必须对工程实践教学活动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践行自身的育人职责，为满足我国发展新需求做出自己的贡献。

另一方面，对待工程实践教学与科研的割裂，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虚拟技术融入工程实践教学对于促进两者关系相互统一的重要性。具体而言，虚拟仿真平台改变了原有二维空间的教学环境，转变为三维虚拟环境，在此环境中，无论是从教材、工程实践项目的研发、设计，还是工程教学实验设施的配置，虚拟技术都充分发挥了其在节约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以及跨越时空限制的优势，这些均为教学与科研同步创造了条件；而科研与教学的同步，又将十分有利于保障工程实践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沿性。同时，虚拟技术所带来的高效、便捷、仿真等优势促使教学与科研的融合更加智能与多样，可以有效缓解工程实践教学活动对教师所从事科研活动的负向影响。伴随着智能机器等新兴智能技术在工程教学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教师从机械、繁重的工程实践教学活动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如何全面提升科研与教学的育人功能上。教师既可以把工程实践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作为自己进行科研项目的灵感来源，也可以有意识的把自己在进行科研时所获得的新体验、新知识融入具有沉浸式体验感的虚拟教学内容中，让学生真正感受科研的魅力，激发他们的科研兴趣，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生产实习的重构：从虚拟仿真实习到自建流程式实习

生产实习是工程类大学生树立工程意识，提升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甚至在培养大学生未来高素质工程师职业素养以及工程创新能力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低安全、高成本、高风险等因素的限制，学生进入企业进行实习的时间十分有限，尤其是大批量学生参与到企业的生产实践项目环节中更显得困难重重。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疫情防控逐步趋于常态化，网络教学模式更是成了加剧工程类大学生实习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在网络教学模式下也有少量高校对虚拟仿真实习进行了大胆探索，有些高校甚至开发了虚拟仿真培训系统，让学生借助诸如Flash、Photoshop、3D Studio Max等二维或三维动画制作软件进行虚拟操作[21]；但是，这种只是单纯停留在验证性实验的虚拟仿真培训系统，在发挥学生主动性以及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养成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缺陷。

因此，为确保学生工程实践能力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要打破以往学生“练而不足”的局面，将自建流程式实习作为提高工程类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让学生通过借助图像处理技术，基于设备间一定的符号逻辑，把不同的设备照片连接在一起[21]。数字网络教学环境下，网络虚拟实习不仅应注重学生在虚拟仿真培训系统中操作技能的获得，而且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身主体学习意识、工程意识、创新意识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自建流程式实习还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学习进度安排不同的个性化定制实验，极大增强了工程实践教学内容的灵活性，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促进了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基于VR技术创设的生产实习情境，除了便于学生在“真实化”的设备照片或工业生产流程中习得工程操作技能之外，还应让学生在这种“沉浸感”中真实体验到解决真实的工程问题所应面临的非线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等现实问题。虽然只是一种生产实习情境的模拟，但学生在这种“真实”问题情境中，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理解是深入的，学生在设计解决方案时，不仅要考虑来自技术层面上的因素，而且还要考虑来自非技术层面上的因素，这种在基于各种“约束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工程意识及其工程实践能力。

（五）智能技术赋能教学评价：从静态化评价到动态实时化评价

随着智能技术在教学评价领域中的不断延伸与拓展，智能技术赋能的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模式已经逐渐成为新时代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改革中最重要的命题。作为智能时代深化工程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智能技术赋能的教学评价为做出更具科学性、客观性、精准性、实时性的教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前，各高校所实施的工程实践教学评价基本以静态化评价为主，评价工具多采用基于德尔菲法、APH等方法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亦或者以学生最终的学业成绩来作为工程实践教学质量的评价依据。尽管一些诸如“学习成果清单”组合并涵盖了能够体现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多个方面，但由于评价内容缺乏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整体性协同与整合的把握，呈现结构松散和相互割裂的评价特点，无法准确评价学生在解决真实复杂工程问题中对各种工程实践能力的协同运用水平；特别是这种基于静态化、单一化的评价难以对学生的隐性能力（非技术能力）进行综合考量，而在现如今实际的工程实践场景或用人单位中，这种被传统工程教育忽视的隐性能力恰恰被公认为当今最重要的工程实践能力[22]。因此，更新迭代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手段，充分利于智能技术工具，发挥数据动态实时化“智评”潜能，对学生进行多维度精准综合评价就显得至关重要。

对于现有的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手段，一些学者将诸如AI、云计算、VR以及5G等智能信息技术融入对工程实践教学评价的改革中，进行两者的融合创新实践，探索了智能技术赋能工程实践教学过程评价、综合评价的多条实践应用路径。但传统的工程实践教学评价理念、单一分散且粗放的数据采集以及教学评价反馈意识薄弱等问题的存在，依然无法全方位且准确的考察学生在解决实际的复杂工程问题中对各项工程实践能力的综合运用水平；与此同时，对学生隐性能力（非技术能力）的观测也显得力不从心[22]。因此，要改变以往重实践成果评价轻实践过程评价、重“毕业要求”分散性实践能力达成度评价轻各项实践能力协同整合运用能力的评价、重显性能力（技术能力）评价轻隐性能力（非技术能力）评价、重教学活动结果性评价轻教学活动实时诊断及反馈性评价的现状，需充分认识到智能技术在促进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方式创新上的重要价值，树立智能化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新理念、构建智能化过程评价服务平台。在树立智能化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新理念时，应摆脱以往为了评价而评价的教学评价理念，应具有服务导向意识[23]。
在构建智能化过程评价服务平台方面，不再强调唯“智能技术至上”，陷入盲目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处理的新困局，而是要基于本着如何能更有效、客观、精准评价学生各项实践能力的协同运用能力的观念去灵活运用智能技术。例如根据不同的工程实践场景，构建相应的工程实践能力群集，针对不同的工程实践能力群集进行各项实践能力相互协同性的聚类分析，通过分类聚类算法以及关联规则挖掘等数据处理分析方法，达到对学生基于此工程实践能力群集中对各项实践能力协同整合运用水平的评价[22]。简言之，智能技术赋能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是提高教学评价效能的关键，通过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全时空工程实践教学评价数据采集、工程实践能力群集评价数据深度挖掘以及动态实时化反馈等环节，教师可以从整体视角对学生协同多项能力的水平进行评价。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依据教学全过程伴随式数据分析（肢体动作、体征数据等）、多维度教学过程诊断分析（语音、情绪、图像、视频等）、学生的动态实时化反馈信息来明确在该工程实践情境中，哪些能力是学生普遍存在的短板，哪些能力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教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教学方案进行灵活调整，进而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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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China” Turns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Digital Empowered Engineering Practice Competencies Cultiv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HI Guohua, YANG Liansheng

Abstract: Engineering practice competenc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hat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ies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apacity structure of digital engineering talen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de in China”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as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for engineering talents.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practice competencies of students, however, remain challenging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deep reform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yste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competencies also face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pragmatism, the separation of the digital world and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poor integ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erception-based evaluation and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ultivation logic from weak synergy to synergy, from simple “mixing” to deep “integration”, from value-oriented imbalance to pluralistic unity and synergy, from virtual simulation practice to self-built process practice, from static evaluation to dynamic real-time evaluation. It is hoped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ngineering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digital empowerment; engineering practice competencies; innovation paradigm
